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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的关系

朱乃诚

摘 要：三星堆文明的年代大致在商王朝时期，金沙文明的年代大致在西周时期。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

是前后承袭的发展关系。其时间上的分界点，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之交。在金器方面，金沙文明承袭了

三星堆文明的传统而又有所发展；在青铜器方面，金沙文明与三星堆文明之间既存在着前后承传关系，又有着

鲜明的前后发展的段落差距；在玉器方面，金沙文明与三星堆文明有着相同的文化特征，但最为精致的玉器却

保存在金沙祭祀区而不见于三星堆器物坑。以上现象，尤其是最为精致的玉器保存在金沙祭祀区的现象，体现

出三星堆文明的核心即王室转移至金沙地区，成为金沙文明继承三星堆文明的重要实证。三星堆文明向金沙

文明的转移，可能与商周更替这一宏观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关。三星堆大型器物坑与金沙祭祀区等重大考古

发现，以充分的实物资料描绘了一幅古蜀文明在成都平原地区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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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是分别于 1986年和

2001年发现确认的我国西南地区两个最为重要

的早期青铜文明。其充分展示了成都平原辉煌

夺目的方国文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我们

探索古蜀文明最为重要的资料。2020年 9月以

来，三星堆遗址再次发掘清理的 6个大型器物坑

及新出土的一批形制新颖、器型硕大的精美文

物，进一步充实了三星堆文明的内涵。

对于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之间关系的问

题，自 2001年金沙遗址取得重大发现后就引起

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然而，由于

学界对金沙文明的代表性文化遗存及年代尚未

进行深入分析，故两者间的关系未能明确。本

文在以往发现与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三星堆遗

址的新发现及新公布的金沙遗址发掘成果，进

一步探讨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的关系①。

一、三星堆文明的代表性

文化遗存与年代

（一）三星堆文明的代表性文化遗存

三星堆文明的代表性文化遗存，主要见于

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第二期至第四期早段

的一批高层次文化遗存，梳理如下。

一是 1929年在三星堆遗址月亮湾燕家院子

发现的器物坑及三四百件玉石器［1，2］。二是 1976
年在三星堆遗址附近广汉高骈乡机制砖瓦厂发现

的一座器物坑，以及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和玉戚、

玉刀等几件玉器［3］。三是1986年在三星堆遗址三

星堆台地发现的两座大型器物坑及 1200多件金

器、青铜器、玉器，还有一大批石器、陶器，以及 79
根象牙和 4700多枚海贝［4］23，60，61，150，158，162，352，354，413，419。

四是 1987年在三星堆遗址东北部仓包包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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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器物坑及 3件铜牌饰、10件玉器和 25件石

器［5］。五是 1998年在三星堆遗址西侧仁胜村墓

地发掘清理的 17座墓葬和 66件玉器、石器、陶

器等随葬品［6］，以及 2019 年再次发掘清理的 8
座墓葬及玉器、骨环等一批随葬品［7］。六是

1989年—2017年发现的三星堆遗址大城城墙及

仓包包小城城墙等城址遗迹②。七是在 2005年

和 2012年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青关山台地第二

级台面南部，发掘揭露的一座面积逾 1000平方

米的大型红烧土建筑基址［8］。八是 2020年 9月

以来再次发掘三星堆遗址三星堆台地，新发现

的 6座大型器物坑，其已经出土 13000多件珍贵

文物，包括金器、青铜器、玉器、丝织品残件、漆

器残件、大石磬等，还有 550多根象牙和一批海

贝，其中不乏新颖器物③。以上这些高层次文化

遗存的发现，让我们确认了三星堆文明，体现了

三星堆文明最主要的文化特征。

（二）三星堆文明的年代

三星堆文明的年代，是指三星堆遗址作为

三星堆文明都城发挥作用的年代。上述这些

高层次文化遗存是确认三星堆文明年代的主

要依据：它们最初出现的时间，体现了三星堆

遗址作为三星堆文明的方国都城开始发挥作

用；而它们最后在三星堆遗址被毁弃或被掩埋

的时间，则显示了三星堆遗址作为都城的作用

已经丧失。所以，通过分析这些高层次文化遗

存在三星堆遗址最初出现的年代和最后被毁

弃或掩埋的年代，可以确定三星堆文明的形成

年 代 与 结 束 年 代 ，从 而 明 确 三 星 堆 文 明 的

年代。

1.三星堆文明的形成年代

笔者曾分析，上述这些高层次文化遗存在

三星堆遗址最初出现的年代属三星堆遗址二

期，具体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1600 年—公元前

1500年，据此确定三星堆文明的形成年代在公

元前 1600年—公元前 1500年之间［9］。

2.三星堆文明的结束年代

关于以上这些高层次文化遗存在三星堆遗

址最后被毁弃或被掩埋的年代，分析如下。

仁胜村墓地有随葬品的 25 座墓葬属三星

堆遗址二期，其年代下限在公元前 1500 年前

后。三星堆大城城墙始建于三星堆遗址二

期，局部地段始建于三星堆三期晚段并且可

能延续使用至三星堆遗址四期［10］。大城城墙

局部地段在三星堆遗址四期还在使用，其体

现出的究竟是三星堆遗址作为方国都城在继

续发挥作用，还是三星堆遗址丧失方国都城

作用之后作为旧都的大邑或采邑在继续使

用，目前无从判断。仓包包小城属三星堆遗

址三期［11］。青关山 F1 大型建筑基址的年代尚

不能准确界定，目前只是将其年代下限初步

定在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之前［8］。三星堆遗

址各地点发现的器物坑中出土的年代最晚的

遗物属商代晚期或商末，表明这些器物坑的

年代，即坑中文物的掩埋年代都是在商代晚

期或是在商末［9］。

上述简略分析表明，埋入大量精美物品的

各种器物坑的最后掩埋年代，可以作为判断三

星堆遗址已经丧失方国都城作用的依据。根据

已公布的资料，可以对三星堆遗址各种器物坑

最晚掩埋年代做进一步分析的，主要是新发掘

的三星堆台地的 6座大型器物坑及碳十四测年

数据。

已经正式公布的三星堆台地四号器物坑的

碳十四年代研究成果表明，6 个碳十四年代数

据，经过贝叶斯统计树轮校正计算得到其埋藏

年代，有 95.4%的概率落在距今 3148 年—2966
年时间范围之内，有 68.3%的概率落在距今 3072
年—3003年的时间范围内［12］。如果使用可信度

为 95.4%的年代数据，年代跨度达 182年，如果使

用可信度为 68.3%的年代数据，年代跨度为

69年。

从传统观念来看，碳十四测年数据 95.4%
的可信度显然要比 68.3%的可信度更为稳妥，

因为年代跨度越大，越容易覆盖事件发生的

实际年代。然而，四号器物坑的掩埋行为在

时间概念上是极为短促的，或许在某一年的

某一天或某几天，并不像一处遗址或一个建

筑物那样可以使用很长一段时间而有较大的

时间跨度。即使是 8 个大型器物坑，也不可能

是在年代跨度长达 69 年内先后埋入的，更不

可能是在年代跨度长达 182 年内先后埋入

的。笔者以为使用年代跨度较小的数据比年

代跨度较大的数据，更有利于判断时间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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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短的四号器物坑的掩埋年代。所以，可信

度为 68.3%的测年数据即距今 3072 年—3003
年，可能是更为准确地判断四号器物坑掩埋

年代的依据。如果四号器物坑是 8 座大型器

物坑中最后一批被掩埋的，那么这个测年数

据也是判断三星堆台地 8 座大型器物坑最后

被掩埋年代的依据。

三星堆文明应是在三星堆台地 8座大型器

物坑被掩埋之后结束的。据以上分析，可以推

定三星堆文明的结束年代在距今 3072年—3003
年，即公元前 1122 年—公元前 1053 年，大致在

商末周初④。

3.三星堆文明的年代

三星堆文明的形成年代在公元前 1600年—

公元前1500年之间，结束年代在公元前1122年—

公元前 1053年之间，由此可以得出三星堆文明

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1600年—公元前 1500年至

公元前 1122年—公元前 1053年之间，前后经历

了大约 500年的时间。这显示三星堆文明的存

续时间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王朝时期。

二、金沙文明的代表性文化遗存与

年代

（一）金沙文明的代表性文化遗存

金沙文明的代表性文化遗存，目前所见主

要是四川省成都市金沙遗址发现的一批高层次

文化遗存，梳理如下。

一是 1999 年—2000 年在金沙遗址摸底河

以北黄忠村“三和花园”地点发现的、总面积在

2000 平方米以上的一组大型建筑基址，由 5 座

房址组成。其中最大的 1 座房址（F6）位于北

部，为东西走向的长条形，宽 8米、长约 54.8米，

已经揭露的部分为 5 个开间，面积约 430 平方

米［13］。其年代，发掘者推测可能在商代晚期至

西周早期［14］4。

二是 2001年在金沙遗址摸底河以南金沙村

“梅苑”地点东北部发现的祭祀区及集中分布的

数十处高规格祭祀遗存。当时发现的 20 余处

祭祀遗迹，有长方形坑、不规则形坑和平面掩埋

等，清理出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器物 1400
余件，年代推定在商晚期至春秋早期［15］。后又

依据新发现的遗迹现象，在祭祀区区分出 60余

处与祭祀有关的遗迹，累计出土了近 5000件文

物，有金器、玉器、石器、漆木器、骨器及数千件

陶器等礼仪性用器，以及大量的象牙、卜骨、野

猪獠牙、鹿角等［14］4-5。截至 2017 年，考古工作

者对金沙祭祀区进行了 3 次较大规模的发掘，

累计发掘面积 5895平方米，大致明确了祭祀区

的范围，其东西长约 125米，南北宽约 90米，面

积约 11250 平方米，揭露各类不同形式的祭祀

遗存 65处，灰坑 33个，并认为金沙祭祀区祭祀

遗存的年代从商代早期至春秋中期，其中商代

晚期至西周时期最为繁盛［16］39。

这两方面高层次文化遗存的发现，在考古

学上确认了金沙文明，体现了金沙文明最主要

的特色。其中金沙祭祀区遗存是反映金沙文明

存在的最主要证据。

（二）金沙文明的年代

金沙文明的年代，是指金沙遗址作为金沙

文明这一方国的都城发挥作用的年代。上述两

方面的高层次文化遗存的年代是确认金沙文明

年代的主要依据。但是，目前公布的资料仍存

在一些局限性，对其年代只能做一个大致的推

测或推定。

金沙“三和花园”大型建筑基址的年代，目

前被推测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而金沙祭

祀区的年代，先后产生了两种认识，起初认为

是在商晚期至春秋前期；之后认为是在商代

早期至春秋中期，并以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

最 为 繁 盛 。 现 在 看 来 ，还 可 以 做 进 一 步 的

分析。

金沙祭祀区的那些长方形坑、不规则形坑

大都没有发现开口层位。虽然出土的一些被用

作祭祀活动的器物的年代（即制作年代）集中在

商代晚期和商代早期甚至是商代以前，但是不

能据此认定在金沙祭祀区举行祭祀活动的年

代。举行祭祀活动的年代需要依据使用这批重

要器物进行祭祀活动并进行掩埋的年代来确

定。但是目前的发现对于判定这方面的问题有

一定的缺陷。如果依据金沙祭祀区的许多重要

器物出自西周文化层中这一现象［13，17］，推测其

祭祀活动以及掩埋这批重要器物的遗迹单位

开口层位的年代，可能不会早于西周。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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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推测的“三和花园”大型建筑基址年代的下

限，也可将金沙文明年代的上限推定在商周

之交。

参考金沙祭祀区春秋时期地层中出土文物

缺乏高档次器物的现象，似乎可将金沙文明年

代的下限推定在西周末年或两周之交。如果以

上简略的分析推论可以成立，那么金沙文明存

续的时间大致在整个西周时期。

三、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的关系

通过上述分析，明确了三星堆文明的代表

性文化遗存与年代、金沙文明的代表性文化遗

存与年代，尤其是三星堆文明的结束年代与金

沙文明的起始年代。如果再将反映三星堆文明

与金沙文明的物质遗存进行比较，尤其是将反

映其文明社会存在的那些高档次的器物进行比

较，大致可以推断出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的

关系。

三星堆台地大型器物坑是三星堆文明末期

埋藏的、体现其文明精华的、最主要的遗存，金

沙祭祀区埋藏的同样是目前所知的、体现其文

明精华的、最主要的遗存，而且两者都出土了一

批金器、青铜器、玉器等高档次的器物，具有很

强的可比性。所以，下面主要对比分析三星堆

台地大型器物坑和金沙祭祀区出土的金器、青

铜器、玉器中的高档次器物，以探讨三星堆文明

与金沙文明的关系。

（一）对比三星堆台地器物坑与金沙祭祀区

高档次器物所发现的几个重要现象

通过将三星堆台地器物坑和金沙祭祀区出

土的金器、青铜器、玉器中那些高档次器物进行

对比，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重要现象。

第一，金沙祭祀区的金器承袭了三星堆台

地器物坑金器的传统而又有所发展。

三星堆台地器物坑与金沙祭祀区的金器是

目前发现的商周时期最主要的两批金器。三星

堆台地一号、二号器物坑出土金器 65件［4］60，352，

三号、四号、五号、七号、八号器物坑已出土金器

约 420件［18］。金器中的重器是金杖、金面具，新

发现的一件最大的金面具，宽约 40 厘米、高约

20厘米，其他主要是各种金箔装饰。金沙祭祀

区出土金器 200余件，金器中的重器是金冠带、

金面具、四鸟绕日金箔饰、金盒，此外金器的种

类增多［16］99-123，［19］20-27。从金器的形态、种类及纹

饰看，金沙祭祀区的部分金器与三星堆祭祀坑

的金器相近。如金沙祭祀区金冠带的纹饰与三

星堆台地一号器物坑金杖的纹饰相同，都有相

同的鱼、箭、鸟图案。但两处遗址金器的区别也

是显而易见的：如三星堆台地器物坑的金面具

数量较多，形体较大；金沙祭祀区的金面具数量

较少，形体较小，只有 2件，长分别为 20.5厘米和

4.92厘米［16］100-102。还有金沙祭祀区的金器出现

了一些新的器形、纹饰与风格，金箔装饰不仅局

限于金箔贴面的装饰。如金沙 2001CQJC：477
四鸟绕日金箔饰是一种新器形，四鸟纹饰的形

态也是新出现的（参见封三图 1）［19］23，金沙

2001CQJC：591 金盒则是新出现的实用性容器

（封三图 2）［16］120。金沙祭祀区金器的这些新颖

的器形、纹饰与风格，显示这些金器的制作年代

要晚于三星堆台地器物坑的金器。

三星堆台地器物坑与金沙祭祀区在金器方

面的这些既相近又有区别的现象，显示两者有

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两者中最晚制作使用的

金器是在金沙祭祀区。所以，从整体上看，金沙

祭祀区金器是承袭了三星堆台地器物坑金器的

传统而又有所发展。

第二，金沙祭祀区的青铜器远不及三星堆

台地器物坑的青铜器发达，缺少大型青铜器，

只有数量不多的残片，但出现了新的器类、器

形及纹饰。三星堆台地一号、二号器物坑出土

青铜器 913件［4］23，162，三号、四号、五号、七号、八

号器物坑已提取较完整青铜器约 400件，其中七

号、八号器物坑还有大量青铜器尚待提取［18］。

其以一大批仿真人大小的人像、人头像，大型、

巨型人面具，大、中、小型神树，大、小型神坛，

大、小型神兽，大型方尊、圆尊、罍、人顶尊等大

型青铜器为显著特征。这些特征是构成三星堆

文明的重要因素，且不见于金沙祭祀区。三星

堆台地器物坑出土的各种形制的饰件、挂件等

小型青铜装饰件则见于金沙祭祀区。金沙祭祀

区出土青铜器 1100多件，大多为小型饰件与铜

铃等挂件，不见大型青铜器，只有尊、罍等大型

青铜礼器的残片［19］28-50。保存较好的较大的一

8



论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的关系

件青铜器是眼睛形饰件，长 26.2 厘米、宽 8.4 厘

米［16］82。金沙祭祀区出土的几件立人像，人头和

形体都很小。最大的一件铜立人像，高 14.6 厘

米，头戴有 13齿的旋转箍状冠，脚端以下为带孔

的榫头，是用于镶插的装饰件（封三图 3）［19］41。

而直径 10.2厘米饰有首尾相接三只飞翔鸟纹的

带柄有领璧形器（封三图 4）［19］28、直径 11.8厘米

饰有两组对称斜角云纹的铜环（封三图 5）［19］30

等青铜器附件，则是金沙祭祀区新出现的器类、

器形与纹饰。

这些现象反映出金沙祭祀区青铜器远不及

三星堆台地器物坑青铜器发达，显示金沙文明

在青铜器方面不具有构成三星堆文明要素的部

分特征。而两者都有的各种饰件、挂件等小型

装饰件，显示了金沙祭祀区与三星堆台地器物

坑在青铜文化方面的联系；金沙祭祀区新出现

的青铜器器类、器形及纹饰，则表现了其在青铜

文化方面的发展状况与特征。以上都充分说明

三星堆台地器物坑与金沙祭祀区在青铜文化方

面既存在着前后承传关系，又有着鲜明的前后

发展的段落差距。

第三，金沙祭祀区玉器与三星堆台地器物

坑玉器有着相同的文化特征，但最为精致的玉

器却保存在金沙祭祀区，而不见于三星堆台地

器物坑。

三星堆台地一号、二号器物坑出土玉器 245
件［4］61，354，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八号器

物坑已提取玉器 260多件［18］。金沙祭祀区出土

玉器 2000余件［14］12。对比三星堆台地器物坑玉

器与金沙祭祀区玉器，两者器形与种类大体相

同，文化面貌相同。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玉

器数量以金沙祭祀区为多，微型牙璋主要见于

金沙祭祀区。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则是一批玉

质优良、制作十分精致的玉器，只见于金沙祭祀

区而不见于三星堆台地器物坑，也不见于三星

堆遗址其他遗迹中。如金沙 2001CQJC：61十节

玉琮（封三图 6）［19］51、金沙 2001CQJC：955 牙璋

（封三图 7）［19］61、金沙 2001CQJC：546 玉戚（封三

图 8）［19］74、金沙 2001CQJC：7兽面纹玉钺形器（封

三图 9）［19］75、金沙 2001CQJL6：174昆虫类阳纹玉

牌饰（封三图 10）［20］202、金沙 2001CQJC：11 有领

牙璧（封三图 11）［19］56和金沙 2001CQJL6：88素面

有领玉璧（封三图 12）［19］57等。

从这批玉器的玉质与大小，以及形制与

纹饰的精美程度来看，它们是三星堆遗址与

金沙遗址发现的同类玉器中最为精致的，应

都是当时的王室至宝。依据这些玉器的形制

与纹饰特征，可以判断它们都不是在金沙遗

址制作的，也不是在三星堆遗址制作的，绝大

多数是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作品［21］，个别

是良渚文化的作品经中原地区辗转来到成都

平原［22］。

金沙祭祀区这批玉器精品是外来的，并且

不见于三星堆遗址。然而，三星堆台地器物坑

乃至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与金沙祭祀区的玉

器，在器形、种类、形制以及整体的玉文化面貌

方面是大致相同的，两者的关系十分密切。据

此可以推测金沙祭祀区这批玉器精品可能直接

来自三星堆遗址，是金沙文明继承三星堆文明

的传世宝物。

（二）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的关系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时间上，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是

一前一后的关系。三星堆文明的结束年代在商

周之际，金沙文明的开始年代也在商周之交，时

间上两者大致前后衔接。

第二，在考古学文化遗存方面，三星堆文

明与金沙文明有着十分密切、难以分割的关

系，两者的高档次器物和文化面貌基本相同。

依据两者在时间上存在着前后衔接关系，可以

明确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具有前后承传的

关系。

第三，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具有不同特

征。如三星堆台地器物坑中那些十分醒目的人

像、人头像、大型人面具、神树、神坛、尊、罍、人

顶尊等大型与特大型青铜器物，以及大型厚重

的金面具，在金沙文明中不复见到；金沙文明中

金器与青铜器方面则新出现了四鸟绕日金箔

饰、金盒、三鸟带柄有领青铜璧形器等新颖器形

与纹饰。这些都表明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不

是前后照搬的全部承袭关系，而是在一废一兴

的前后承袭中有发展的关系。

第四，三星堆文明的王室转移到了金沙。

金沙文明保留了三星堆文明的传世宝物，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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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十分精致的玉器。这批传世宝物应是三星堆

文明的王室至宝，是保存在金沙文明中具有深

厚文化传统的精华。这批传世王室宝物出现在

金沙遗址而不见于三星堆遗址，应是三星堆文

明转移至金沙文明的重要物证。这批玉器精华

来到金沙遗址应是金沙文明在金沙遗址出现的

时期，即大概是在三星堆文明结束之时从三星

堆带到金沙的。据此笔者推测，这批精致的玉

器曾在三星堆文明中使用，但没有被埋入三星

堆台地器物坑中，而是作为传世的王室宝物从

三星堆辗转到金沙，在金沙文明中延续使用，最

后被掩埋于金沙祭祀区。

此外，三星堆台地器物坑与金沙祭祀区在

金器、青铜器、玉器方面的这些异同，尤其是

三星堆台地 8 座大型器物坑掩埋了大量金器、

青铜器精华，却没有埋入最为精致的玉器，显

示出三星堆文明最珍贵的王室至宝并不是那

些大型青铜器和金器，而是那些具有深厚文化

传统的玉器精品。那些大型青铜器与金器是

三星堆文明王室所使用、展示的物品，而那些

精致的玉器则是三星堆文明王室秘藏的传世

宝物。笔者认为对于三星堆文明而言，那些大

型青铜器与金器，只要需要还是可以再制作

的，而那些精致的玉器则是不可能再制作出

来的。

结 语

三星堆文明的年代大致在商王朝时期，金

沙文明的年代大致在西周时期。三星堆文明

与金沙文明的关系是前后承袭发展的关系，

是从三星堆转移至金沙而形成的一前一后的

两个文明，但分属两个时代或两个时期，可以

分别称之为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其时间

上 的 分 界 点 ，大 致 相 当 于 中 原 地 区 的 商 周

之交。

金沙文明应是三星堆文明主导者废旧立新

的结果。这一现象发生的时间恰好是中原地区

的商周更替之时。笔者推测三星堆文明向金沙

文明的转移，可能与商周更替这一宏观的重大

历史背景有关。

如是，那么三星堆台地上 8 个大型器物坑

的出现，并不是三星堆文明没落的一曲悲歌，而

更可能是成都平原地区历史发展、文明社会向

前迈进的一曲高歌，是成都平原地区古蜀文明

发展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震惊世人的三星堆

台地大型器物坑与金沙祭祀区的重大考古发

现，以充分的实物资料描绘了一幅古蜀文明在

成都平原地区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

画卷。

注释

①本文系作者参加 2021年 9月 27日在成都举办的“中国

考古百年系列活动之纪念金沙遗址发现 20周年国际学

术会议”的演讲稿，会后进行了补充与完善。文中所依

据的资料尤其是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资料，系截至 2021
年 9月 30日所公布的资料。②参见袁金泉：《广汉三星

堆遗址》，收入《中国考古学年鉴 1997》，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1页；雷雨：《成都市三星堆商代遗址》，收入

《中国考古学年鉴 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年

版，第 380-382页；雷雨：《广汉三星堆商代遗址》，收入

《中国考古学年鉴 201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年

版，第 293页；雷雨：《成都市三星堆商代遗址》，收入《中

国考古学年鉴 20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版，第

377-378 页；雷雨、冉宏林：《广汉市三星堆遗址》，收入

《中国考古学年鉴 20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年

版，第 380-381页。③三星堆台地新发现的 6个大型器物

坑出土的器物，据媒体介绍，至 2022年 6月中旬已经达

13000多件。由于许多新发现尚未正式公布，下面使用

的三星堆台地 6个大型器物坑新出土的器物资料，系截

至 2021年 9月 30日所公布的资料。参见雷雨：《再醒惊

天下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考古新发现》，《巴蜀史志》

2021年第 5期。④有关三星堆台地 8座大型器物坑最后

被掩埋年代的进一步分析推定，还有待更多的碳十四年

代研究成果的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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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anxingdui Civilization and Jinsha Civilization

Zhu Naicheng

Abstract: Sanxingdui civilization was roughly in the Shang Dynasty, and Jinsha civilization was roughly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Sanxingdui civilization and Jinsha civilization are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before and after. The
dividing point in time is roughly equivalent to the turn of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in the Central Plains area. In
terms of gold ware, Jinsha civilization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tradition of Sanxingdui civilization. In terms of
bronzes, Sanxingdui civilization and Jinsha civilization not only have a relationship of inheritance before and after, but
also have a distinct different of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jade, the Jinsha civilization share the sam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Sanxingdui civilization, but the most exquisite jade is preserved in the Jinsha sacrifice area
rather than in the Sanxingdui utensil pit. The above phenomena, especially the most exquisite jade preserved in the
Jinsha sacrifice area, reflect that the royal family which is the core of Sanxingdui civilization, has transferred to Jinsha.
This become an important demonstration that Sanxingdui civilization was inherited by Jinsha civilization. The transfer
from Sanxingdui civilization to Jinsha civilization maybe related to the replacement of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Major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such as Sanxingdui large utensil pit and Jinsha sacrifice area have recorded the ups
and downs and magnificent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ncient Shu civilization in Chengdu Plain with sufficient physical
materials.

Key words: Sanxingdui; Jinsha; jade; gold ware; bron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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